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BCC和Malmquist指数法的DEA-T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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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2012—2015年面板数据，建立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的DEA-Tobit模型，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距前沿面存在一定差距，规模技术效率较低是制约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创新效率Malmquist指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技术退步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环境因素中的硬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对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环境对创新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升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效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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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y adopting panel data in 2012-2015 years, studies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China by using DEA-Tobit model based on BCC model and Malmquist index.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novation efficiency still has a certain gap from frontier and the low level of scale technology efficiency is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enhance of efficiency. Malmquist index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showed a trend of declining and technology retrogression is the main factor of restricting the enhanc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rdware, economic, cultural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ut market environment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China based on research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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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基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以互利共赢的“习式外交”政策为核心，本着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因其周边地区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地域和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其建设对区域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的战略支撑，创新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为构建创新合作模式的顶层战略之一，与创新驱动战略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省区市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地区，其创新驱动战略的贯彻实施对其他省区市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直接影响到创新驱动战略在我国的实施；其次，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也有助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市的创新型经济体系，为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动能。由此可见，二者的融合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自该两大战略贯彻实施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推进和深化其进程，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如何、资源要素禀赋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能否得到明确确认，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影响两大战略的实施。基于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9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评价沿线地区创新效率，探索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系统和全国层面创新效率。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系统的研究，如，赵文平等[1]基于2007—2012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各地区创新效率差异较大，经济带整体生产率略有下降，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是主要制约因素；徐波[2]基于2008—2014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从创新排名和效用值2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能力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区域创新能力与全国创新能力较强省份有较大差距，而且省际差异不断扩大；仲崇高等[3]基于2009—2013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能力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受创新要素区际互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以创新要素区际互动及空间报酬递增为基础的循环累积效应显著影响了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形成。

关于创新效率的研究，如，乔元波等[4]基于2007—2014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建立三阶段DEA和DEA-Windows模型，分析了中国省域创新效率，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水平较低，全国的创新效率演变处于收敛过程；刘满凤等[5]基于各高新开发区2012年的截面数据建立三阶段DEA模型，分析了我国高新区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水平较低，环境是制约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曹霞等[6]基于2003—2011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建立结合投影寻踪模型特点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各省域研发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研发创新效率较低，区域差异较大，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资助、教育重视程度、产权保护意识和信息化水平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
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参考，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研究内容上，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研究区域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层面，而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的较少；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DEA模型或三阶段DEA模型，没能有效地将静态效率评价和动态效率评价相结合，且对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缺乏针对性，对创新效率整体的评价不够全面。本文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立足于我国实际，建立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的DEA-Tobit模型，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这既是对现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同时对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2.1.1  BCC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DEA）是评价效率的常用方法之一，由Charnes等[7]首次提出。传统的DEA分析包括CCR模型和BCC模型，前者是由Charnes等[7]提出，主要是用来解决规模报酬不变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的效率测算问题；后者是由Banker等[8]在CCR模型的基础上开发的，主要是用来解决规模报酬可变的DMU的效率测算问题。此外，BCC模型还将综合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且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技术效率，便于我们进一步评价DMU的技术有效性。BCC模型的具体形式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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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示决策单元DEA有效，若[image: image17.png]N, <1



则表示决策单元DEA非有效。
2.1.2  Malmquist指数模型

Malmquist指数模型由瑞典经济和统计学家Malmquist在1953年提出，随后Caves等[9]在此基础上引入距离函数，通过测量决策单元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来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Fare等[10]更进一步，将其定义并发展为一种通过测量距离来研究多投入和多产出生产技术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且还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Ech）和技术水平变化指数（technical change，Tch）。在研究中，我们通常将Ech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cal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Sech），以便更好地刻画效率的动态变化。具体而言，在t时期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从t到t+1时期的技术效率变动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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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image: image2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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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在t时期和t+1时期的投入量；[image: image25.png]


、[image: image27.png]t+1



分别表示在t时期和t+1时期的产出量；[image: image29.png]


表示t时期基于产出的距离函数。同样的，在t+1时期的技术条件下，从t到t+1时期的技术效率变动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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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时期选择的随意性，选择用[image: image32.png]


和[image: image34.png]


的几何平均数来计算Malmquist指数，所以，从t到t+1时期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image: image35.png]1
M(x‘“, e y[): Dc‘(x‘“, J’”J)XD?J(X[”' y:u) 2 ®
Dc‘(x‘, 'y‘) Dct“("t' y‘)





[image: image1.wmf]ï

ï

ï

ï

î

ï

ï

ï

ï

í

ì

=

=

=

³

=

=

=

-

=

=

+

+

-

=

+

-

=

=

+

=

-

=

=

å

å

å

å

å

s

r

m

i

n

j

s

s

s

r

y

s

y

m

i

x

s

x

t

s

s

s

r

i

j

n

j

n

j

r

r

j

rj

i

n

j

i

j

ij

s

r

rk

m

i

ik

k

k

,

,

2

,

1

;

,

,

2

,

1

;

,

,

2

,

1

,

0

,

,

1

2

,

,

2

,

1

,

,

,

2

,

1

,

.

.

1

N

min

1

j

1

0

0

1

1

1

L

L

L

L

L

l

l

l

q

l

e

q

）

（

）

（

式（5）中，下标c反映了指数是在固定规模报酬的条件下。若指数[image: image37.png]M>1



，则表示生产率逐呈现上升趋势；若指数[image: image39.png]


，则表示生产率不变，若指数[image: image41.png]M<1



，则表示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在固定规模报酬条件下，进一步将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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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image: image45.png]Pech



和[image: image47.png]Sech



的乘积，即[image: image49.png]Tfp = TchXEch = TchxPechXSech



,其中[image: image51.png]Tfp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2.1.3  Tobit模型

为进一步探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BCC模型测算出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值为因变量，选取环境因素中有代表性的变量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各环境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由于BCC模型测算出的效率值介于0到1之间，具有数据截断的特点，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会导致有偏性和不一致性[11]，因此本文采用可以处理截断数据的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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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image: image55.png]


为随机解释变量且[image: image57.png]~N(0,02)




；[image: image59.png]


为模型的待估参数；[image: image61.png]


为因变量的观测值；[image: image63.png]


为可观测变量；[image: image65.png]


为潜变量。
2.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和云南为研究对象。为探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在考虑前人研究成果和数据的可得性基础上[12]，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两个方面选取投入变量，从专利产出和产品产出两个方面选取产出变量。专利产出中，参考白俊红等[13]的方法，根据专利产出中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重要性不同，分别赋予0.5、0.3和0.2的权重，将其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的专利考核指标。在参考戴淑芬等[14]、许婷婷等[15]研究的基础上，从硬件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几个方面选取变量来刻画环境影响因素。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6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2016年）。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测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R&D经费
	万元

	
	劳动力投入
	R&D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产出指标
	专利产出
	发明专利数
	个

	
	产品产出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环境因素
	硬件环境
	互联网普及率
	%

	
	经济环境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市场环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人文环境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创业环境
	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为了保证研究过程中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同向性，利用SPSS 22.0软件对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创新效率投入产出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R&D人员全时当量
	R&D经费

	发明专利数
	0.947**
（0.000）
	0.971**
（0.000）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0.822**
（0.000）
	0.858**
（0.000）


注：1）**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数值为检验P值
由表2可知，发明专利数和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同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之间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符合同向性原则，可以开展进一步研究。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于BCC模型的静态效率评价

利用DEAP 2.1软件，基于BCC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创新效率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值
	地区
	2012
	2013
	2014
	2015
	平均值

	广西
	综合技术效率
	0.579
	0.508
	0.585
	0.83
	0.626

	
	纯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规模技术效率
	0.579
	0.508
	0.585
	0.83
	0.626

	重庆
	综合技术效率
	0.247
	0.301
	0.462
	0.452
	0.366

	
	纯技术效率
	1
	1
	0.908
	0.873
	0.945

	
	规模技术效率
	0.247
	0.301
	0.508
	0.517
	0.393

	四川
	综合技术效率
	0.283
	0.339
	0.431
	0.479
	0.383

	
	纯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规模技术效率
	0.283
	0.339
	0.431
	0.479
	0.383

	云南
	综合技术效率
	0.416
	0.415
	0.554
	1
	0.596

	
	纯技术效率
	0.799
	0.822
	0.894
	1
	0.879

	
	规模技术效率
	0.521
	0.505
	0.62
	1
	0.662

	陕西
	综合技术效率
	0.32
	0.338
	0.648
	0.821
	0.532

	
	纯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规模技术效率
	0.32
	0.338
	0.648
	0.821
	0.532

	甘肃
	综合技术效率
	0.451
	0.459
	0.711
	0.972
	0.648

	
	纯技术效率
	0.872
	1
	1
	0.974
	0.962

	
	规模技术效率
	0.517
	0.459
	0.711
	0.998
	0.671

	青海
	综合技术效率
	1
	1
	1
	0.857
	0.964

	
	纯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规模技术效率
	1
	1
	1
	0.857
	0.964

	宁夏
	综合技术效率
	0.682
	0.731
	1
	1
	0.853

	
	纯技术效率
	0.967
	1
	1
	1
	0.992

	
	规模技术效率
	0.706
	0.731
	1
	1
	0.859

	新疆
	综合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纯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规模技术效率
	1
	1
	1
	1
	1.000

	平均值
	综合技术效率
	0.553
	0.566
	0.710
	0.823
	0.663

	
	纯技术效率
	0.960
	0.980
	0.978
	0.983
	0.975

	
	规模技术效率
	0.575
	0.576
	0.723
	0.834
	0.677


由表3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2012—2015年综合创新效率的平均值为0.663，效率水平中等偏上，距离效率前沿面还有一定差距，但呈逐年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75，处于效率的前沿面，除2014年出现小幅回落外，总体呈上升趋势；规模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677，效率水平中等偏上，距离效率前沿面还有一定差距，但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比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效率值总体水平中等，但呈现较好的上升势头，说明两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对该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此外，纯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技术效率低下掣肘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效率水平提高。为了更直观地观察9省区市各效率值在2012—2015年间的变化趋势，利用表3结果绘出基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的效率变化折线图，结果分别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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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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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纯技术效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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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规模技术效率变化情况
综合图1、图2和图3，从纵向观察我们发现，代表2015年效率值的折线始终压在其他折线之上，且年份越近，折线位置越高，说明无论是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技术效率，在2012到2015年间效率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进一步证明了随着两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各地区的创新技术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从横向观察我们发现，青海、新疆两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而重庆、四川、陕西的技术效率水平较低。这一结果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原因可能在于作为国家新一轮发展战略，创新创业活动近几年才被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而言，创新所需的资源长期以来相对匮乏，创新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成长阶段，大量人力和资本的注入刺激了当地创新产业的发展，使得创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创新效率较高；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创新产业发展处于成熟期，产业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大量的人力和资本注入会造成资源冗余、效率低下等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其创新产出位于前列。综合横向和纵向分析结果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不同省区市、不同年份的纯技术效率水平始终较高，规模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且波动较大，进一步说明规模技术效率水平较低是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3.2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动态效率评价

利用DEAP 2.1软件，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进行估计。由表4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4年出现6.5%的增长，2013年和2015年分别出现32.6%和44%的下降，平均每年下降26.2%。对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17.3%；而技术进步指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下降37.1%。技术进步指数逐年走低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逐年下降。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一步分解，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除在2014年出现1%的下降外，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年增长9%；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始终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年增长16.3%。说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发展状况良好，水平逐年提高。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技术退步是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发展的主要因素，尖端高新技术人才及技术变革思维的缺乏、技术投入的不足是制约创新效率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4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Malmquist指数及分解
	年份
	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技术水平

变化指数
	纯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2012—2013
	1.044
	0.645
	1.022
	1.021
	0.674

	2013—2014
	1.32
	0.807
	0.999
	1.322
	1.065

	2014—2015
	1.171
	0.479
	1.005
	1.165
	0.56

	平均
	1.173
	0.629
	1.009
	1.163
	0.738


由表5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省区市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0.738，在2012—2015年间平均下降了26.2%，且各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水平较低。具体而言，9省区市的技术进步指数全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平均下降37.1%；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除青海省下降5%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平均上升17.3%。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一步分解，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重庆下降4.4%，广西、四川等省区市保持不变，平均上升了0.9%；规模效率变化指数除青海省下降5%外，均有所上升，平均上升16.3%。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静态效率评价的结论。综上所述，重庆、四川和陕西的创新效率水平较为稳定，其他省份技术进步指数下行趋势明显，在创新资源配置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技术退步是各省份提高创新效率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表5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地区Malmquist指数及分解
	地区
	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技术水平

变化指数
	纯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广西
	1.127
	0.657
	1
	1.127
	0.740

	重庆
	1.223
	0.739
	0.956
	1.279
	0.904

	四川
	1.192
	0.777
	1
	1.192
	0.927

	云南
	1.339
	0.658
	1.078
	1.243
	0.882

	陕西
	1.369
	0.719
	1
	1.369
	0.985

	甘肃
	1.292
	0.660
	1.037
	1.245
	0.852

	青海
	0.950
	0.493
	1
	0.950
	0.468

	宁夏
	1.136
	0.743
	1.011
	1.123
	0.844

	新疆
	1
	0.359
	1
	1
	0.359

	平均
	1.173
	0.629
	1.009
	1.163
	0.738


3.3  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BCC模型测算出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技术效率值作为因变量，选取5种不同类型的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Tobit模型，分析环境因素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效率的影响，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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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12）中：[image: image70.png]


为省域；[image: image72.png]


为年份；[image: image74.png]Bo



为常数项， [image: image76.png]B1, s



为模型的待估参数；[image: image78.png]


为随机干扰项；[image: image80.png]Int



表示互联网普及率，反映硬件环境；[image: image82.png]Une



表示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经济环境；[image: image84.png]Tot



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市场环境；[image: image86.png]Col



表示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反映人文环境；[image: image88.png]Pub



表示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反映创业环境。根据以上公式，利用Stata 12.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2012-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影响因素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因变量
	综合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技术效率

	C
	-0.210
（0.579）
	0.569**
（0.032）
	-0.210
（0.579）

	Int
	0.021***
（0.005）
	0.006
（0.268）
	0.020***
（0.008）

	Une
	-0.123
（0.140）
	-0.099*
（0.067）
	-0.102
（0.222）

	Tot
	-0.000**
（0.045）
	0.000
（0.806）
	-0.000**
（0.037）

	Col
	0.852**
（0.043）
	0.756**
（0.045）
	0.733*
（0.080）

	Pub
	0.014**
（0.041）
	0.005
（0.358）
	0.013**
（0.047）

	
	
	
	

	Log likelihood
	-4.500 7    
	-1.924 0
	-4.591 8

	Prob > chi2
	0.000 0
	0.018 3
	0.000 0


注：1）*、**、***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P值

由表6可知，从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下面分别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硬件环境的影响：硬件环境与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正相关，且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纯技术效率的正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完善的科研条件激发了研发人员的工作欲望，促进了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的提升，然而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不会直接带来技术进步和管理升级，因此对纯技术效率无显著正向影响。
（2）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环境的二级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纯技术效率负相关，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的负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降低意味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而可有效集聚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纯技术效率。
（3）市场环境的影响：市场环境与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负相关，且均通过了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纯技术效率的负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产业发展均衡性较差，其他产业资金的注入会对创新产业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创新产业发展规模受阻，因此会对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4）人文环境的影响：人文环境与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正相关，且分别通过了5%、5%和10%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人文素养的积累为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具有高人文素养的科学家更容易在学科边缘或学科交叉处迸发出创新型思维，良好的人文环境不仅为创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更为科技创新主体孕育了内在动力，这都有利于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
（5）创业环境的影响：创业环境与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正相关，且均通过了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纯技术效率的正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利于培育创业文化和创业氛围，创新主体在这种环境下动力充足；此外创新主体资金筹集能力较强，政府的支持也为创新活动提供便利的运行条件，有利于创新主体扩大产业规模、集成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基于BCC和Malmquist指数法的DEA-Tobit模型，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1）基于BCC模型的静态效率评价层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整体创新技术效率距离前沿面还有一定差距，规模技术效率较低是制约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纵向比较来看，各效率值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横向来看，青海、新疆两省区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重庆、四川、陕西的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出现了技术效率值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现象。

（2）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动态效率评价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逐年波动较大，2012—2015年间平均下降26.6%，技术退步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纵向比较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及其分解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技术进步指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横向比较来看，除青海省各项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外，其余各省区市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及其分解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各省区市的技术进步指数均逐年下降。
（3）静态与动态效率综合评价层面，规模效率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规模技术效率发展状况良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本文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技术效率会达到较高水平。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省区市的纯技术效率较高，但技术退步成为纯技术效率提升的瓶颈。

（4）影响因素层面，硬件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对综合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环境对综合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对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硬件环境、人文环境、创业环境对规模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环境对规模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4.2  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创新效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突破规模技术效率制约。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提升相结合，聚集资源并实现集成创新。通过发挥国家顶层战略优势，聚集、整合、调动内外部创新资源，汇聚创新源头、健全创新机制、强化创新保障、把握创新重点，整合目标、统筹推进，形成各区域科技与产业、人才、资金、信息、文化、金融、贸易、消费、土地等发展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优化配置，统筹各类发展平台，实现规模效益。
（2）推动技术进步。构建高效的科研体系，健全应用基础研究平台，完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从扶持地区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创新条件建设为出发点，强化高校院所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合理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研究基地，依托高校院所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建立行业技术创新平台，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技术和产品升级。在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的同时，推进产品创新成果落地，实现创新价值链条的整体发展。
（3）重视环境因素影响。构建高效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完善金融、通讯、物流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促进金融、信息、人才等对接交流，全方位改善研发活动条件；重视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通道，强化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实现经济增长与创新效率的深度融合；明确产业发展定位，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寻求双边、多边互利型合作，实现产业间的协调、错位、绿色发展；注重城市人文素养积淀，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健全文化文明发扬机制，为创新人才的培育提供丰厚土壤；明确政府在推动创新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强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机制，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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